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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

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刘新建，陈文强
（燕山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４）

摘　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４０余年的高速增长，为经济理论创新和宏观管理提供了许多

启示与经验借鉴。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在系统修正数据缺陷的基础上，首先测算了

中国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以及相关指标的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年时间序列，然后使用岭回归技术建立了中国经

济的超越对数型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分析了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

其变动。分析表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人力要素的

作用在波动中趋强而在近阶段增长较大超过资本要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则是加速增大，目前已超

过５０％。通过权威数据和数学模型提供了较为严谨的相关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同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

改革开放４０年中国经济各阶段的增长动力构成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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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相关文献概述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或者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１－２］。了解中国经济长

期增长的源泉一方面能更好地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判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

性［３］。增长研究一般都是在索洛提出的增长核算方法基础上改进延伸，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延续

索洛提出的基于总量生产函数模型及其衍生模型，将经济增长分解为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等

的贡献；第二类是对ＴＦＰ进行进一步分解，以对经济增长源泉进行更深层次的了解［４］。

在增长模型中，最基本的变量通常是资本存量和劳动力。目前，测算资本存量一般使用永续盘存法
（ＰＩＭ），测算过程通常涉及投资量、价格指数、基期（年）资本存量和折旧率等变量的测估。投资量指标选

取较简单，一是如张军等［５］使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ＭＰＳ）下的积累指标，二是如王小鲁等［６］使用的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或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上述两指标应用多见于早期研究，与目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ＳＮＡ）已不相容。三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目前研究大多以此测度投资量［７－８］，《ＯＥＣＤ资本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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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也推荐使用此指标测度投资量［９－１０］。价格指数目前一般采用国家统计局于１９９０年开始公布的固
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而对１９９０年之前的价格指数选取有以下方法：一是如Ｃｈｏｗ等使用的积累指

数［１１］，二是使用ＧＤＰ缩减指数［６］、零售物价指数［１２］等价格指数，三是根据已有数据进行推算，具有代表

性的是张军等［７］利用１９５２—１９９４年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计算出投资隐含平减指数。此外，

还有通过回归模型来估算价格指数［１３］。测算基期资本存量，首先需要选定基期。使用ＰＩＭ时，基期资本

存量对后期资本存量的影响会随时间推移迅速衰减［１４］。因此，较多研究选取１９５２年作为基年。目前基

年资本存量测算方法可归纳为：一是利用资本产出比进行估算［１５］，二是利用一定比例进行推算［５，７］，三是

增长率法［８，１６］。折旧率的确定相对复杂：一是采取固定折旧率，如使用统一折旧率５％［６］等；二是对分类

后的资本品分别估计折旧率，最后通过加权得到总的折旧率［７－８，１７］；三是借助投入产出表中的固定资产折

旧数据估算折旧率［１８－２０］，这样计算得到的折旧率通常在分时段内为常数。此外，陈昌兵［１６］利用经济计量

法估计了中国不变和可变折旧率，进而估计出资本存量。

在人力资本理论及内生增长理论相继提出后，人力资本存量逐渐替代劳动力（有时同时存在）成为增

长模型中的最基本变量［４，２１］。由于资本及人力资本这两个变量概念从经济理论到统计测度指标不是直

接对应关系，多使用代理变量，且历史数据的同质化问题复杂，所以这两者的统计测度是增长研究的基础
工作，且分歧较大。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研究可分为三类：（１）产出角度的收入法。该方法假定在相同条
件下，人力资本水平可通过收入水平反映，因此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可表现为个人终生收入的现值之

和。其中，以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等［２２－２４］提出的终生收入法（Ｊ－Ｆ法）影响最广，李海峥等［２５－２６］则使用改进的Ｊ－Ｆ法

测算了中国人力资本存量。（２）投入角度的成本法。此法认为个人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皆来源于后天培
养，因此可通过核算个人培养过程中的各项支出来测算人力资本存量，此方法也可借鉴ＰＩＭ，相关研究如

Ｋｅｎｄｒｉｃｋ［２７］、钱雪亚等［２８］、焦斌龙等［２９］。（３）教育指标替代法。该方法认为教育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

最重要因素，故可用教育指标反映人力资本存量。使用教育指标测算人力资本存量，可排除使用货币计
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格选择与经济学理论问题，如Ｂａｒｒｏ［３０］使用入学率指标，Ｒｏｍｅｒ［３１］使用成人识字率，

王金营［３２］使用了受教育年限。

目前，不同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开放４０年经济增长源泉的判断还存在分歧，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相关
研究对于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投入量指标的选取与估计方法上存在差异。在对经济增长源泉判断不尽
相同的情况下，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增长分析自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及结论。在资本存量测算的相关
指标中除现价投资额外，其他都还存在较大分歧。人力资本存量测算涉及人口口径选择、价格指数选取
及核算方法（货币测算）、教育指标选取及核算方法（教育指标测算）等问题。此外，各指标的选取还存在
数据的时效性问题。本文首先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更系统的方法重新估算改革开放以来（１９７８—

２０１８年）中国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等宏观经济数据，随后在所得测算数据基础上分析中国经济增
长源泉，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路径。

二、经济增长核算模型选择

基本经济增长模型可定义为从生产函数出发的基于若干假定推导出的经济总产出的变化与基本投

入要素变化之间的函数关系。尽管利用生产函数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可能还存在争议，但目前仍是基本方
式。不同研究对于生产函数的选择不尽相同，有传统Ｃ－Ｄ生产函数、引入人力资本等的各类衍生型Ｃ－Ｄ
生产函数、ＣＥＳ生产函数、ＶＥＳ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但目前对附加人力资本的Ｃ－Ｄ生产函数

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使用更加广泛［３３－３５］。

在目前研究中，通常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并列，将二者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同时，注意
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更具一般性，具有易估计和包容性强的特性，且不受替代弹性不变假设的约束，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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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捕捉各要素份额的时变特性。因此，本文使用考虑人力资本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

ｌｎＹｔ＝ａ０＋ａＫｌｎＫｔ＋ａＨｌｎ　Ｈｔ＋ａＴｔ＋ａＫＫ（ｌｎＫｔ）
２＋ａＨＨ（ｌｎ　Ｈｔ）２＋ａＴＴｔ　

２＋
ａＫＨｌｎＫｔｌｎ　Ｈｔ＋ａＫＴｔ（ｌｎＫｔ）＋ａＨＴｔ（ｌｎ　Ｈｔ） （１）

其中，理论上，Ｙｔ 为经济产出，Ｋｔ、Ｈｔ 分别为ｔ时刻普通资本存量（即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以
下将普通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称为资本要素和人力要素。

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式（１）可简化为：

ｌｎ
Ｙｔ
Ｈｔ
＝（ａ０＋ａＴｔ＋ａＴＴｔ　

２）＋ａＫｌｎ
Ｋｔ
Ｈｔ
＋ａＫＫ（ｌｎ

Ｋｔ
Ｈｔ
）２＋ａＫＴ（ｌｎ

Ｋｔ
Ｈｔ
）ｔ （２）

由式（２）可得单位人力资本产出对单位人力资本的物质资本的弹性系数，记作：

η（ｔ）＝ａＫ＋２ａＫＫｌｎ（Ｋｔ／Ｈｔ）＋ａＫＴｔ
数学上可证，总量产出对总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与上式相等。以上是对连续时间情况计算的，在实

证分析中，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都使用年末数据，因此用年末与年初的平均值更合理，于是可得资本
要素和人力要素的产出弹性分别为［３４］：

αｔ＝［η（ｔ－１）＋η（ｔ）］／２，βｔ＝１－αｔ （３）

在离散时间一阶近似情况下，有：

ΔＡ
Ａ ＝Δ

Ｙ
Ｙ －α

·ΔＫ
Ｋ －β·

ΔＨ
Ｈ

（４）

其中，Ａ 表示除要素投入以外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即通常意义上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其综合了

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诸多影响因素；ΔＡ
Ａ
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ＴＦＰＧ），其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系

数规定为１；Δ
Ｙ
Ｙ
表示经济产出增长率（ＹＧ）；Δ

Ｋ
Ｋ
表示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ＫＧ）；Δ

Ｈ
Ｈ
表示人力要素投入

增长率（ＨＧ）。

在式（４）基础上，进一步得到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及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

ηＫ＝α·
ΔＫ／Ｋ
ΔＹ／Ｙ

×１００％，ηＨ＝（１－α）·
ΔＨ／Ｈ
ΔＹ／Ｙ

×１００％，ηＴＦＰ＝１－ηＫ－ηＨ （５）

三、数据和变量估计说明

由式（１）可知，模型涉及经济产出、资本要素及人力要素等３个指标。在实证研究中，经济产出变量

通常以年度ＧＤＰ测算，中国的ＧＤＰ核算经过多轮改革已基本稳定，故本文经济产出Ｙｔ 选取以１９７８年
价格计算的各年度ＧＤＰ数据，ＧＤＰ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除单独注明外，其他基本数据皆源于
此）。以下分别对普通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指标及所需数据的收集与处理方法进行说明。

在Ｙｔ 采用年度ＧＤＰ计量之后，存量变量Ｋｔ 和Ｈｔ 的测度指标选取就面临一种困境：是选年末值还
是年初值？目前，通常选择的都是年末值。

（一）普通资本存量

Ｋｔ 的估算一般采用戈登·史密斯（Ｇｏｌｄ　Ｓｍｉｔｈ）于１９５１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ＰＩＭ），其基本公式实

为资本形成模型：

Ｋｔ＝Ｋｔ－１－Ｄｔ＋Ｉｔ＝Ｋｔ－１－Ｋｔ－１×δｔ＋Ｉｔ＝Ｋｔ－１（１－δｔ）＋Ｉｔ （６）

其中，Ｋｔ 与Ｋｔ－１分别表示第ｔ年与ｔ－１年年末资本存量；Ｉｔ 表示第ｔ年投资量；Ｄｔ 为资本在ｔ年中的损
耗量；δｔ 为资本的损耗率。在实际使用中，通常假定资本品相对效率等比递减，并设折旧率与损耗率（重

置率）相等［８］，故δｔ 常用折旧率代理，Ｄｔ 则相应表示折旧额。式（６）表示：本期资本存量等于上期资本存

２７



量减去本期的折旧再加上本期的投资，其隐含一个基本假定：当年的资本损耗当年投资补偿。另外，式
（６）计算的资本存量被用于生产函数有另外一层含义：经济效率的评价是以全部资本存量计算的，不仅仅
是处于运行使用的资本，还包括一定闲置资本。

在计算中，各价值量指标使用不变价格的实际量，而Ｉｔ 的统计一般是当年价格。因此，式（６）改写为：

Ｋｔ＝Ｋｔ－１（１－δｔ）＋Ｉｔ／Ｐｔ （７）

此时，Ｋｔ 与Ｋｔ－１分别表示第ｔ年与第ｔ－１年以基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年末实际资本存量；δｔ 表示第ｔ年中的
折旧率；Ｉｔ 为以当年价格计的投资量，即第ｔ年现价投资量；Ｐｔ 为第ｔ年投资品的定基价格指数。因此，实
际影响某年年末资本存量的主要因素有４个：当年投资量Ｉｔ，价格指数Ｐｔ，基期资本存量Ｋ０ 和折旧率δｔ。

下面将依次对上述４个子指标进行测算，并最终估算出中国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历年资本存量。其中，当年
投资量序列的测算指标比较简单，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作为投资量，基本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
上数据库的年度数据。

在此节的计算中，会使用到各种统计数据，其中会出现数据时效性与统计口径的问题，这一点可由
《中国统计年鉴》或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的数据更新看出其变化。这些变化是统计实践的进步，但随之而来
的是有些历史数据还未得到及时修正，尤其是那些由历史数据计算得到的数据更是如此。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都为官方发布的最新数据，对于缺失或不一致的历史数据在尽可能保证数据完整和准确性的情况下
利用数学方法进行修正处理。

１．价格指数测算。ＰＩＭ使用不变价格计的投资量估算资本存量，因此需要使用价格指数将历年的当
年价格投资量化为不变价格投资量，此时的价格指数也可称为投资量平减指数。

１９９０年及之后年份的投资量平减指数直接使用中国官方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上年＝
１００）。１９９０年之前年份由于当时还未公布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此时期的投资量平减指数将利用固
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指数进行估算。

国家统计局编撰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以下简称《历史资料》）给出了

１９５２—２００４历年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发展速度（不变价，上年＝１００）以及１９７８—２００４年的固定资本形
成总额指数（不变价，１９７８年＝１００）三个序列。为便于公式说明，表１给出了各相关变量的符号表示。

表１　变量符号说明

变量名称 符号表示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ＰＩＦ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ＦＣＦ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 ＲＦＣＦ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 ＩＦＣＦ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 ＦＣＦＤｔ
修正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 ＦＣＦＤ′ｔ

以１９７８年为基年，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之间关

系可表示为：

ＦＣＦＤｔ（１９７８＝１００）＝
ＦＣＦｔ（当年价）

ＦＣＦ１９７８（当年价）×ＩＦＣＦｔ（１９７８＝１００）
（８）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发展速度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ＲＦＣＦｔ＋１（上年＝１００）＝
ＩＦＣＦｔ＋１（１９７８＝１００）
ＩＦＣＦｔ（１９７８＝１００）

（９）

通过以上两个关系可计算出ＩＦＣＦｔ（１９７８＝１００）与ＦＣＦＤｔ（１９７８＝１００），进一步可计算出ＦＣＦＤｔ（上

年＝１００）。基于以上关系，选定ＦＣＦＤｔ 作为未公布ＰＩＦｔ 年份此指标的替代指标。

３７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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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注意到国家统计局近年对ＦＣＦｔ 进行过修正，导致目前可查的１９７８年及之后年份的ＦＣＦｔ 与
《历史资料》中的数值存在差异：ＰＩＦｔ 是根据数据调整而同步进行调整的，但式（８）、式（９）以及由此计算

得到的ＦＣＦＤｔ 依据的却是《历史资料》中未修正过的数据。因此，需要对计算得到的ＦＣＦＤｔ 进行适当调

整，以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公布的法定数据相一致。

调整思路与方法：计算得出的ＦＣＦＤｔ（１９５２—２００４年）与官方公布的ＰＩＦｔ（１９９０年至今）存在１９９０—

２００４年的重合时段，因此考虑建立回归关系对ＦＣＦＤｔ 进行修正。在重合时段中，以ＦＣＦＤｔ（上年＝１００）

为解释变量Ｘ，以ＰＩＦｔ（上年＝１００）为被解释变量Ｚ进行回归，并将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ＦＣＦＤｔ（上年＝１００）

数据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出修正后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减指数ＦＣＦＤ′ｔ，从而得到整个区间内的价格指

数，参见表２。

表２　投资量平减指数的构成

变量名称 适用时段 数据来源

ＦＣＦＤｔ １９５２—１９７７年
数据来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１９５２—２００４）》，

使用式（８）及式（９）计算得到

ＦＣＦＤ′ｔ 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 将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ＦＣＦＤｔ 数据代入回归方程得到

ＰＩＦｔ １９９０至今 《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１９》

通过观察１９９０—２００４年重合时段ＦＣＦＤｔ 与ＰＩＦｔ２个指标，发现１９９０年两指标数值相差过大。因
此，实际选取１９９１—２００４年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为：

Ｚ＝０．９２８　４　Ｘ＋７．４５４　３
　（１５．１５７　３）（１．１４５　０）

Ｒ２＝０．９５０　４　Ｆ＝２２９．７４２　４

（１０）

由回归方程（１０）可知，使用ＦＣＦＤｔ 替代ＰＩＦｔ 具有合理性。将１９７８—１９８９年ＦＣＦＤｔ（上年＝１００）代
入式（１０）计算出ＦＣＦＤ′ｔ（上年＝１００），其结果与其他时段的价格指数共同组成全时段的投资量平减指
数，见表３。

表３　投资量平减指数：１９５２—２０１８（上年＝１００）

年份 平减指数 年份 平减指数 年份 平减指数 年份 平减指数 年份 平减指数

１９５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９６６　 ９８．０６　 １９８０　 １０１．４７　 １９９４　 １１０．４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８．９０
１９５３　 ９８．８１　 １９６７　 １００．３４　 １９８１　 １０４．６３　 １９９５　 １０５．９０　 ２００９　 ９７．６０
１９５４　 ９９．３５　 １９６８　 ９６．６０　 １９８２　 １０２．９１　 １９９６　 １０４．０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３．６０
１９５５　 ９５．７０　 １９６９　 ９７．７２　 １９８３　 １００．２２　 １９９７　 １０１．７０　 ２０１１　 １０６．６０
１９５６　 ９９．６９　 １９７０　 ９９．９７　 １９８４　 １０５．０２　 １９９８　 ９９．８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１．１０
１９５７　 ９５．７９　 １９７１　 １０１．０６　 １９８５　 １１１．２０　 １９９９　 ９９．６０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３０
１９５８　 １００．３８　 １９７２　 １０１．２４　 １９８６　 １０５．０２　 ２０００　 １０１．１０　 ２０１４　 １００．５０
１９５９　 １０８．４０　 １９７３　 １００．１１　 １９８７　 １００．９５　 ２００１　 １００．４０　 ２０１５　 ９８．２０
１９６０　 ９９．６９　 １９７４　 １００．１６　 １９８８　 １１５．３８　 ２００２　 １００．２０　 ２０１６　 ９９．４０
１９６１　 ９８．２０　 １９７５　 １０１．１８　 １９８９　 １０７．５０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２０　 ２０１７　 １０５．８０
１９６２　 １０７．３０　 １９７６　 １００．６９　 １９９０　 １０８．０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５．６０　 ２０１８　 １０５．４０
１９６３　 １０４．８２　 １９７７　 １０１．４６　 １９９１　 １０９．５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１．６０
１９６４　 ９７．９２　 １９７８　 １０３．８５　 １９９２　 １１５．３０　 ２００６　 １０１．５０
１９６５　 ９６．７１　 １９７９　 １０２．５９　 １９９３　 １２６．６０　 ２００７　 １０３．９０

２．基年资本存量Ｋ０ 测算方法。目前，一般使用增长率法计算Ｋ０：

Ｋ０＝Ｉ０／（ｇ＋δ） （１１）
其中，Ｋ０ 为基年资本存量；Ｉ０ 为基年投资量，应换算为不变价；ｇ为投资量在一定时期内的年均增长率；

４７



δ为折旧率。国际上较认可这种方法，其原理是：增长稳态下，资本存量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相等。因
此，可使用投资量的年均增长率ｇ替代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

选取１９５２年作为基年。这样一是避免了数据变动带来的误差直接对１９７８年及后续几年产生影响，
相当于将变动造成的误差提前消化；二是体现出数据的完整性，同时便于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目前官
方公布的数据大部分可追溯至１９５２年。测算方法参考Ｒｅｉｎｓｄｏｒｆ等［３６］，使用修正的增长率法：

Ｋ０＝Ｉ０（１＋ｇ）／（ｇ＋δ） （１２）
式（１２）中各符号含义同式（１１），不同的是在式（１２）中用投资量的年均增长率对基年资本存量做了向

上调整［１６］。在实际使用中，由于中国经济在早期的年份中出现过负增长，所以一般以投资量增长率的算
术平均值代替几何平均值。式（１２）的前提是增长稳态，故理论上选取的时间段越长，越能体现出稳定状
态，但同时也要考虑在时间上与基年越近越能体现基年的状态。这里选取１９５３—１９６２年间ＦＣＦｔ 增长率
的１０年平均值作为ｇ值，此时ｇ＝１４．３５％。

实际上，把任何一年作为基年，其他年份值都可以根据永续盘存法推算出来：

Ｋｔ－１＝（Ｋｔ－Ｉｔ／Ｐｔ）／（１－δｔ） （１３）

３．基年资本存量Ｋ０ 及折旧率δＩ 的确定。利用ＰＩＭ 估计资本存量需要确定资本品的相对效率［３７］。
同一资本品的生产率随着时间会降低，最后被淘汰，使用价值降为０。资本品的相对效率理论上是同样
数量资本品的生产率。降低的效率要用新投资补偿，称为资本重置。目前经常使用的资本品效率模式有
三种：“单驾马车式”、直线下降模式及几何下降模式。应用ＰＩＭ 进行估算，通常假定资本品相对效率符
合几何下降模式，此时重置率等于折旧率且在一个时期内为常数。

折旧率测算可以使用投入产出表第Ⅲ象限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投入产出表是反映一定时期各部
门间相互联系和平衡比例关系的一种经济账户，权威基本数据目前由国家统计局公布。现在投入产出表
编制周期较长，且存在两年左右的滞后期。目前中国公布投入产出表的年份有１９８７、１９９０、１９９２、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５、２００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利用投入产出表计算折旧率，一般采取的是分时段常数方式。以公布投入产出表的年份为分界点，将

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年的数据进行分段：１９５２—１９８７年为第一个时间段，此时段内折旧率设为δⅠ；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为
第二个时间段，此时间段内折旧率设为δⅡ；以此类推，此后各时段内折旧率依次设为δⅢ，…，δⅫ；最后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归为一个时间段，理论上本时间段应只到２０１７年，但由于２０２０年投入产出表还未发布，所以
假定２０１８年折旧率和上年一致，此时段折旧率设为δⅩⅢ。

由１９８７年投入产出表可获得当年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且１９８７年的折旧率已设定为δⅠ。根据折
旧的定义及式（６）可求得１９８６年的资本存量Ｋ１９８６：

Ｋ１９８６＝Ｄ１９８７／δⅠ （１４）
基年资本存量Ｋ０ 及δⅠ将由四部分方程共同决定。一是基年资本存量Ｋ０ 计算公式式（１２），式中折

旧率同样已设定为δⅠ；二是由ＰＩＭ方法式（７）迭代出１９８６年资本存量Ｋ′１９８６的计算公式；三是直接计算
得出１９８６年资本存量Ｋ″１９８６的计算公式式（１４）；四是由式（１３）确定的各年资本存量逆向计算公式。相
关方程重写为：

Ｋ０＝Ｉ０（１＋ｇ）／（ｇ＋δⅠ） （１５）

Ｋｔ＝Ｋｔ－１（１－δⅠ）＋Ｉｔ／Ｐｔ （１６）

Ｋ″１９８６＝Ｄ１９８７／δⅠ （１７）

Ｋｔ－１＝（Ｋｔ－Ｉｔ／Ｐｔ）／（１－δⅠ） （１８）
上述方程组可分成两部分：式（１５）与式（１６）表示的是从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８６年正常使用永续盘存法；式

（１７）与式（１８）表示的是从１９８６年返至１９５２年逆用永续盘存法。理论上一定存在一个相容的折旧率值，
使得不论正用还是逆用ＰＩＭ公式，各年的资本存量值都是相等的，此时这个折旧率即为δⅠ。实质上，上
述方程组形成一个以Ｋ０ 和δⅠ为未知数的二元方程组。解方程组得δⅠ＝５．１０３　５％。前文中已经提到，
有研究将中国的折旧率设定为５％，与本文计算结果相近。注意到在１９５２—１９８７年间，中国设备更新速

５７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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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慢，则年折旧率理论上应较低。
由上述方程组同时可得Ｋ０＝Ｋ１９５２＝４９３．７９亿元（１９７８年价），将其换算为１９５２年价以便与各研究

进行比较，见表４。

表４　各研究中估算的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１９５２年价，亿元）

文献 资本存量 文献 资本存量
本研究 ４７４．３６ 单豪杰（２００８） ３４２
张军扩（１９９１） ２　０００ 雷辉（２００９） ８００
贺菊煌（１９９２） ５２８．３３ 叶宗裕（２０１０） ６１０
Ｃｈｏｗ（１９９３） １　０３０ 林仁文和杨熠（２０１３） ７２７．４
王小鲁和樊纲（２０００） １　６００ 沈利生和乔红芳（２０１４） １　７６４．６
张军和章元（２００３） ８００ 雷辉和张娟（２０１４） ８１２

从表４可以看出，不同研究估算出的Ｋ０ 是非常不同的，只有个别研究结果比较相近。出现这种情
况既可能与估算方法有关，也可能与所用数据有关，没有绝对理由说哪一种结果更合理。值得一提的是，

叶宗裕［１５］经过研究后认为，１９５２年资本存量应该在３４２亿～８００亿元之间（１９５２年价），本研究估算结果
正处于这个区间。不过，对不变价经济量更有意义的是增长率，而不是绝对额。

需要注意的是，在计算折旧率前，需先使用投资量平减指数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平减，换算成以

１９７８年价计的折旧额。以此指数进行平减，一方面是为了保持数据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另一方面由于投
资量平减指数的大部分数据都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故用其进行平减符合数据的基本含义。

４．其他时段折旧率测算方法。利用已经求得的折旧率δⅠ，对于１９８８—１９９０年的折旧率δⅡ，根据

ＰＩＭ公式，有以下方程成立：

Ｋ１９８７＝Ｋ１９８６×（１－δⅠ）＋Ｉ１９８７ （１９）

Ｋ１９８８＝Ｋ１９８７×（１－δⅡ）＋Ｉ１９８８ （２０）

Ｋ１９８９＝Ｋ１９８８×（１－δⅡ）＋Ｉ１９８９ （２１）

Ｋ１９９０＝Ｋ１９８９×（１－δⅡ）＋Ｉ１９９０ （２２）

此时，仅通过联立式（１９）－（２２）无法解出折旧率δⅡ，需要使用１９９０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固定资产折
旧数据。类似式（１４）有：

Ｄ１９９０＝Ｋ１９８９×δⅡ （２３）

将式（１９）－（２１）及式（２３）联立，则：

Ｄ１９９０＝｛［Ｋ１９８７×（１－δⅡ）＋Ｉ１９８８］×（１－δⅡ）＋Ｉ１９８９｝×δⅡ （２４）

式（２４）中只有折旧率为未知数，其他均为已知量，这是一个关于折旧率的一元三次方程，对其进行求
解可得本时段内的折旧率。其他时间段内的折旧率δⅢ，…，δⅩⅢ只需重复上述过程即可。各时段内折旧
率数值汇总，见表５。

表５　分时段折旧率

时段 符号表示 折旧率／％ 时段 符号表示 折旧率／％

１９５２—１９８７ δⅠ ５．１０３　５　 ２００３—２００５ δⅧ ７．５４６　３

１９８８—１９９０ δⅡ ４．６６０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δⅨ ７．４５８　３

１９９１—１９９２ δⅢ ５．９０８　９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δⅩ ６．６８４　９

１９９３—１９９５ δⅣ ６．４９８　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δⅪ ６．０１３　０

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δⅤ ６．８０６　８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δⅫ ４．９１３　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 δⅥ ７．２５１　８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δⅩⅢ ４．７６５　０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δⅦ ７．７２２　６

６７



　　利用上述基本数据计算得到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年各年资本存量，见表６。

表６　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年历年资本存量（１９７８年价，单位：亿元）

年份 资本存量 年份 资本存量 年份 资本存量 年份 资本存量 年份 资本存量

１９５２　 ４９３．７９　 １９６６　 ３　２２９．２６　 １９８０　 １０　０９５．７５　 １９９４　 ３３　５７３．２０　 ２００８　 １５０　２９２．１６
１９５３　 ５９０．０６　 １９６７　 ３　４００．９１　 １９８１　 １０　８４９．２７　 １９９５　 ３７　２３９．０２　 ２００９　 １７４　５０３．４０
１９５４　 ７０９．３５　 １９６８　 ３　５５０．３３　 １９８２　 １１　６８６．１５　 １９９６　 ４１　１４５．２７　 ２０１０　 ２０２　０４３．６７
１９５５　 ８３４．３６　 １９６９　 ３　８１７．１３　 １９８３　 １２　６４１．１３　 １９９７　 ４５　２３２．９３　 ２０１１　 ２３３　３７１．２８
１９５６　 １　０３５．８５　 １９７０　 ４　２２３．５２　 １９８４　 １３　８５４．２５　 １９９８　 ４９　７７６．８８　 ２０１２　 ２６７　２２２．４４
１９５７　 １　１９９．９７　 １９７１　 ４　６６５．０８　 １９８５　 １５　３１５．２４　 １９９９　 ５４　４２９．８３　 ２０１３　 ３０６　９７１．８０
１９５８　 １　５２３．６６　 １９７２　 ５　０９６．５９　 １９８６　 １６　９２８．７５　 ２０００　 ５９　５４３．５９　 ２０１４　 ３４８　２２０．１０
１９５９　 １　９１０．５０　 １９７３　 ５　５５０．９５　 １９８７　 １８　８１２．５４　 ２００１　 ６５　１９１．１９　 ２０１５　 ３９０　７３８．７５
１９６０　 ２　３１８．９６　 １９７４　 ６　０７０．７１　 １９８８　 ２０　９５３．４２　 ２００２　 ７１　９２２．２７　 ２０１６　 ４３５　４０６．１３
１９６１　 ２　４４８．５３　 １９７５　 ６　６９４．８４　 １９８９　 ２２　５９６．５４　 ２００３　 ８０　６７９．６３　 ２０１７　 ４８０　３５９．０８
１９６２　 ２　５０１．３３　 １９７６　 ７　２６４．７０　 １９９０　 ２４　０３２．１０　 ２００４　 ９０　９３７．５７　 ２０１８　 ５２５　４０６．８７
１９６３　 ２　５８２．１８　 １９７７　 ７　８４０．１２　 １９９１　 ２５　４５２．８０　 ２００５　 １０２　６４８．２１
１９６４　 ２　７３７．５２　 １９７８　 ８　５４８．７０　 １９９２　 ２７　５４６．１８　 ２００６　 １１６　０４５．９８
１９６５　 ２　９５５．８４　 １９７９　 ９　２７６．３３　 １９９３　 ３０　３１４．７６　 ２００７　 １３１　７９６．１６

（二）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经济概念虽然被广泛使用，具有丰富的启发意义，但是迄今尚未获得公认的学术

定义，更没有统一的测度方法。本文使用这一概念在于对以人数计算的劳动力考虑其质量变化。使用受

教育年限法测算人力资本存量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受教育年限法简明扼要，基本数据准确、易得，且经济

意义清晰；二是用某一群体的受教育年限来反映其人力资本，排除了由货币计算所带来的诸如价格、汇率

等的影响；三是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使用受教育年限法首先需要解决人口口径的选择问题。通常用到的口径有６岁及以上人口、１５岁

及以上人口、１５～６５岁人口、劳动力人口及就业人员等。考虑到实际社会生产的参与者是就业人员，而

非全部的劳动力人口，更非全体人口，因此选择就业人员作为计算人力资本基础更为合理。其次需要确

定受教育程度的分类及相应受教育年限的赋值，教育体制的变化会对此造成一定的困扰。本文受教育程

度的阶段划分参考《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受教育年限采取目前的学制。

本文使用就业人员的总受教育年限表示各年人力资本存量，这时平均受教育年限可称为人力资本质

量水平：

Ｈｔ＝∑（Ｅｉｔ×ｙｉ） （２５）

ｈｔ＝
Ｈｔ

Ｅｔ
＝∑

（Ｅｉｔ×ｙｉ）

Ｅｔ
＝∑ｐｉｔｙｉ （２６）

其中，Ｈｔ 即为第ｔ年全体就业人员的总受教育年限；Ｅｉｔ为第ｔ年学历程度为ｉ的就业人员数；ｙｉ 为学历

程度为ｉ时所赋予的受教育年限；ｈｔ 即为第ｔ年就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Ｅｔ 为第ｔ年时总就业人员

数；ｐｉｔ为第ｔ年学历程度为ｉ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

１．就业人员确定。计算就业人员的受教育年限首先要确定历年就业人员数。本文所使用的就业人

员原始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上数据库。通过对就业人员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官方所公布的就业人员

数存在明显断点，如图１所示，其１９９０年就业人员为６４　７４９万人，而１９８９年所公布的就业人员数仅为

５５　３２９万人，相邻两年就业人员数相差近９　０００万人，明显不合理。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统计口

径的问题，即１９８９年及之前年份与１９９０年及之后年份在就业人员统计口径上存在差别，另外考虑到

１９９０年为人口普查年份，之前年份通过抽样调查存在系统误差，故需对就业人员数据进行修正。

７７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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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５２—２０１８年中国就业人员数量

某一年的就业人员数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不断积累的结果，它应与其之前年份就业人员数存在

一定联系，即就业人员序列应存在自相关。对１９９０年及以后的数据进行自回归分析后发现，当滞后期数

为２时，数据的各项指标及检验效果最好，此时的回归方程为：

Ｅｔ＝１．９９８　４Ｅｔ－１－０．９９８　８Ｅｔ－２

　（３０．４７８　９）（－１５．１３６　３）

Ｒ２＝０．９９９　４，Ｒ２＝０．９９９　４，ＤＷ＝２．１２７　３

（２７）

通过式（２７）可对１９９０年前就业人员数据进行修正。由于使用１９９０—２０１８年数据进行回归且滞后

期数为２，故样本数据实际是从１９９２年开始的。因此，首先使用１９９２年及１９９３年就业人员数据修正

１９９１年就业人员数据，结果见表７。

表７　历年就业人员数（其中１９５２—１９９１年为就业人员数修正年份，单位：万人）

年份 就业人员数 年份 就业人员数 年份 就业人员数 年份 就业人员数 年份 就业人员数

１９５２　 ２０　８６０．２２　 １９６６　 ４０　２７３．６４　 １９８０　 ５６　１９５．８０　 １９９４　 ６７　４５５．００　 ２００８　 ７５　５６４．００
１９５３　 ２２　３３２．２６　 １９６７　 ４１　５４２．７７　 １９８１　 ５７　１６５．８４　 １９９５　 ６８　０６５．００　 ２００９　 ７５　８２８．００
１９５４　 ２３　７９３．４３　 １９６８　 ４２　７９３．４７　 １９８２　 ５８　１１１．４６　 １９９６　 ６８　９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７６　１０５．００
１９５５　 ２５　２４３．１４　 １９６９　 ４４　０２５．２５　 １９８３　 ５９　０３２．３１　 １９９７　 ６９　８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　 ７６　４２０．００
１９５６　 ２６　６８０．８２　 １９７０　 ４５　２３７．６３　 １９８４　 ５９　９２８．０４　 １９９８　 ７０　６３７．００　 ２０１２　 ７６　７０４．００
１９５７　 ２８　１０５．８９　 １９７１　 ４６　４３０．１４　 １９８５　 ６０　７９８．３２　 １９９９　 ７１　３９４．００　 ２０１３　 ７６　９７７．００
１９５８　 ２９　５１７．８１　 １９７２　 ４７　６０２．３３　 １９８６　 ６１　６４２．８３　 ２０００　 ７２　０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　 ７７　２５３．００
１９５９　 ３０　９１６．００　 １９７３　 ４８　７５３．７４　 １９８７　 ６２　４６１．２６　 ２００１　 ７２　７９７．００　 ２０１５　 ７７　４５１．００
１９６０　 ３２　２９９．９２　 １９７４　 ４９　８８３．９３　 １９８８　 ６３　２５３．３０　 ２００２　 ７３　２８０．００　 ２０１６　 ７７　６０３．００
１９６１　 ３３　６６９．０２　 １９７５　 ５０　９９２．４６　 １９８９　 ６４　０１８．６７　 ２００３　 ７３　７３６．００　 ２０１７　 ７７　６４０．００
１９６２　 ３５　０２２．７６　 １９７６　 ５２　０７８．９１　 １９９０　 ６４　７５７．０８　 ２００４　 ７４　２６４．００　 ２０１８　 ７７　５８６．００
１９６３　 ３６　３６０．６１　 １９７７　 ５３　１４２．８７　 １９９１　 ６５　４６８．２８　 ２００５　 ７４　６４７．００
１９６４　 ３７　６８２．０６　 １９７８　 ５４　１８３．９４　 １９９２　 ６６　１５２．００　 ２００６　 ７４　９７８．００
１９６５　 ３８　９８６．５７　 １９７９　 ５５　２０１．７１　 １９９３　 ６６　８０８．００　 ２００７　 ７５　３２１．００

２．受教育程度分类及各类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确定。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分类参考《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并在其基础上进行适当修改。《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对于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划分目前经历了

三个阶段，见表８。

８７



表８　不同时期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划分

时期 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

１９９９年及之前 不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
未上过学、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
育、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

综合考虑，对各阶段受教育年限做如下统一处理：一是将未达到小学程度的统称为小学以下，二是将

２０１５年出现的中等职业教育程度划归为高中程度，将高等职业教育程度划归为大学专科程度。２０００年
之前的受教育程度划分不做修改。修改后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划分，见表９。

表９　修改后的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划分

２０００年之前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受教育年限（年） １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２０００年及之后
受教育程度 小学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受教育年限（年） １　 ６　 ９　 １２　 １５　 １６　 １９

在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有“按教育程度划分的就业人员构成”，依据此比例可计算出历年的各
类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数，但仅可查询到１９９５年及以后年份的各类教育程度就业人员的比例。１９９５年之
前年份的处理方法为：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７年及１９９０年为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年份，这３年数据可得且清楚知
道各受教育层次就业人员构成的变化趋势。假设这些年份之间年份的各受教育层次就业人员构成是线
性变化，以此求得未知年份各类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比例，１９８２年之前年份使用１９８２—１９８７年间变化率。

对各年结果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历年各受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员比例，见表１０。

表１０　历年各类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比例（％）

年份
小学

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

以上
年份

小学

以下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专科

大学

本科
研究生

１９７８　 ３２．８６　 ３２．５２　 ２３．２０　 １０．７６　 ０．６７　 ２０００　 ８．１７　 ３２．８１　 ４１．６１　 １２．７２　 ３．３１　 １．２９　 ０．０９
１９７９　 ３１．６６　 ３３．０１　 ２３．９０　 １０．７２　 ０．７２　 ２００１　 ７．７９　 ３０．８７　 ４２．２６　 １３．４９　 ４．１０　 １．４０　 ０．１０
１９８０　 ３０．４９　 ３３．４９　 ２４．６０　 １０．６７　 ０．７６　 ２００２　 ７．７９　 ２９．９７　 ４３．１６　 １３．０９　 ４．３０　 １．６０　 ０．１０
１９８１　 ２９．３３　 ３３．９４　 ２５．３０　 １０．６１　 ０．８２　 ２００３　 ７．１１　 ２８．７３　 ４３．７４　 １３．６１　 ４．８０　 １．９０　 ０．１０
１９８２　 ２８．２０　 ３４．３８　 ２６．０１　 １０．５４　 ０．８７　 ２００４　 ６．２０　 ２７．３９　 ４５．７９　 １３．４０　 ５．００　 ２．１０　 ０．１３
１９８３　 ２７．０９　 ３４．８０　 ２６．７１　 １０．４７　 ０．９３　 ２００５　 ７．８０　 ２９．２０　 ４４．１０　 １２．１０　 ４．５０　 ２．１０　 ０．２０
１９８４　 ２６．０１　 ３５．２０　 ２７．４２　 １０．３９　 ０．９９　 ２００６　 ６．７０　 ２９．９０　 ４４．９０　 １１．９０　 ４．３０　 ２．１０　 ０．２０
１９８５　 ２４．９５　 ３５．５８　 ２８．１２　 １０．３０　 １．０５　 ２００７　 ６．００　 ２８．３０　 ４６．９０　 １２．２０　 ４．３０　 ２．１０　 ０．２０
１９８６　 ２３．９１　 ３５．９３　 ２８．８２　 １０．２１　 １．１２　 ２００８　 ５．３０　 ２７．４０　 ４７．７０　 １２．７０　 ４．４０　 ２．３０　 ０．２０
１９８７　 ２２．９１　 ３６．２７　 ２９．５２　 １０．１１　 １．１９　 ２００９　 ４．８０　 ２６．３０　 ４８．７０　 １２．８０　 ４．７０　 ２．５０　 ０．２０
１９８８　 ２０．７７　 ３６．８９　 ３０．５１　 １０．４５　 １．３９　 ２０１０　 ３．４０　 ２３．８８　 ４８．７５　 １３．８９　 ５．９９　 ３．７０　 ０．４０
１９８９　 １８．７７　 ３７．４０　 ３１．４４　 １０．７７　 １．６１　 ２０１１　 ２．００　 １９．６２　 ４８．７５　 １６．７２　 ７．６１　 ４．９０　 ０．４０
１９９０　 １６．９２　 ３７．８３　 ３２．３１　 １１．０７　 １．８７　 ２０１２　 ２．００　 １８．９８　 ４８．２５　 １７．０８　 ７．９９　 ５．１９　 ０．５０
１９９１　 １５．９９　 ３７．７７　 ３３．１１　 １１．０９　 ２．０５　 ２０１３　 １．９０　 １８．５２　 ４７．９５　 １７．１２　 ８．５１　 ５．５１　 ０．５０
１９９２　 １５．１０　 ３７．６７　 ３３．９０　 １１．０９　 ２．２４　 ２０１４　 １．８０　 １８．２２　 ４６．７５　 １７．２２　 ９．３１　 ６．２１　 ０．５０
１９９３　 １４．２４　 ３７．５４　 ３４．６９　 １１．０９　 ２．４４　 ２０１５　 ２．８０　 １７．８０　 ４３．３０　 １７．３０　 １０．６０　 ７．５０　 ０．７０
１９９４　 １３．４３　 ３７．３９　 ３５．４５　 １１．０７　 ２．６６　 ２０１６　 ２．６０　 １７．５０　 ４３．３０　 １７．２０　 １０．９０　 ７．７０　 ０．８０
１９９５　 １２．６５　 ３７．２０　 ３６．２１　 １１．０５　 ２．９０　 ２０１７　 ２．３０　 １６．９０　 ４３．４０　 １８．００　 １０．６０　 ８．００　 ０．８０
１９９６　 １３．０１　 ３５．３４　 ３７．５４　 １１．３１　 ２．８０　 ２０１８　 ２．３０　 １６．４０　 ４３．１４　 １７．９８　 １０．８５　 ８．４７　 ０．８６
１９９７　 １１．６１　 ３４．８３　 ３７．９４　 １２．１１　 ３．５０
１９９８　 １１．５０　 ３４．２０　 ３８．９０　 １１．９０　 ３．５０
１９９９　 １１．０１　 ３３．３３　 ３９．９４　 １１．９１　 ３．８０

９７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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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就业人员总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所得基本数据，利用式（２５）和式（２６）可计算得到Ｈｔ
及ｈｔ，见表１１。

表１１　历年就业人员总受教育年限Ｈｔ（万人／年）及平均受教育年限ｈｔ（年）

年份 Ｈｔ ｈｔ 年份 Ｈｔ ｈｔ 年份 Ｈｔ ｈｔ

１９７８　 ３１２　０２０．６０　 ５．７５８　５　 １９９２　 ４７１　５９５．７４　 ７．１２９　０　 ２００６　 ６２５　９９１．３２　 ８．３４９　０

１９７９　 ３２２　４３６．５８　 ５．８４１　１　 １９９３　 ４８１　８９２．９１　 ７．２１３　１　 ２００７　 ６３７　３６６．３０　 ８．４６２　０

１９８０　 ３３２　８１３．１７　 ５．９２２　４　 １９９４　 ４９２　１４６．９２　 ７．２９５　９　 ２００８　 ６４８　３３９．１２　 ８．５８０　０

１９８１　 ３４３　１３５．１５　 ６．００２　５　 １９９５　 ５０２　１５３．３２　 ７．３７７　６　 ２００９　 ６５８　７９３．６６　 ８．６８８　０

１９８２　 ３５３　３８７．５９　 ６．０８１　２　 １９９６　 ５１０　６７１．７２　 ７．４０６　４　 ２０１０　 ６９１　５５９．５２　 ９．０８６　９

１９８３　 ３６３　５５５．９１　 ６．１５８　６　 １９９７　 ５３０　６０４．０４　 ７．５９９　６　 ２０１１　 ７３３　０６５．９３　 ９．５９２　６

１９８４　 ３７３　６２５．９０　 ６．２３４　６　 １９９８　 ５３８　３２４．５８　 ７．６２１　０　 ２０１２　 ７４２　２１２．７３　 ９．６７６　３

１９８５　 ３８３　５８３．８２　 ６．３０９　１　 １９９９　 ５５０　０６９．６９　 ７．７０４　７　 ２０１３　 ７５０　６６０．５９　 ９．７５１　８

１９８６　 ３９３　４１６．４４　 ６．３８２　２　 ２０００　 ５７９　７１１．８７　 ８．０４２　１　 ２０１４　 ７６２　３９９．７３　 ９．８６８　９

１９８７　 ４０３　１１１．０６　 ６．４５３　８　 ２００１　 ５９７　５７５．３７　 ８．２０８　８　 ２０１５　 ７７３　８９０．３９　 ９．９９２　０

１９８８　 ４１９　３０１．９６　 ６．６２８　９　 ２００２　 ６０４　５４１．７０　 ８．２４９　８　 ２０１６　 ７８０　３７５．７７　 １０．０５６　０

１９８９　 ４３５　０９７．７３　 ６．７９６　４　 ２００３　 ６２０　０７６．２１　 ８．４０９　４　 ２０１７　 ７８５　７３０．３８　 １０．１２０　２

１９９０　 ４５０　４７９．４９　 ６．９５６　５　 ２００４　 ６３４　５２１．７７　 ８．５４４　１　 ２０１８　 ７９１　００９．３８　 １０．１９５　３

１９９１　 ４６１　１２２．４４　 ７．０４３　４　 ２００５　 ６１９　５７０．１０　 ８．３００　０

由表１１可以看出，总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其中总受教育年限从

１９７８年算起已增长近１．８倍左右，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１０年，这相当于就业人员已平均完成初中教育，

在学制上已达高中一年级水平。此外，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用了近１１年时间；第
二、三次增加一年用了１０年左右时间；而最近一次增长一年只用了不到８年时间，如图２所示。值得注
意的是，２００５年总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都出现下降，在计算中发现这是由于２００５年《中国劳动
统计年鉴》各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比例出现异动造成的，其背后的原因应该是统计口径变化，不过对总体
影响很小。

图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中国就业人员总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８



需要注意的是，受教育年限法也存在不足之处：一是受教育年限法实施的最理想状态是清楚地知道
某一群体内每个人的受教育水平，将其转化为对应的受教育年限，并对所有人员情况进行加总，以求得这
一群体的总受教育年限及平均受教育年限。但在实际计算中，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只能做到对处于某
一受教育程度的人员赋以相同的受教育年限。例如，初中程度受教育年限定为９年，高中程度定为１２年
等。二是没有考虑到各教育阶段的实际内在品质差异，即忽视学历层次对品质获得的影响，认为小学教
育的一年时间与大学教育的一年时间是同质的，这显然存在问题。同时，无法反映职业培训或“干中学”

等对于社会或经济体的实际效用，而只体现为对受教育年限进行加总。虽然此方法存在上述问题，但其
优势也是十分明显的，故使用十分普遍。

四、中国经济增长核算模型的建立与分析

应用重新估算的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资本存量及人力资本存量数据对式（２）进行回归估计。式（２）为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自变量间一般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为了消除多重共线性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下面采用岭
回归（Ｒｉｄｇ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分析方法估计模型参数。回归计算借助Ｅｖｉｅｗｓ　８．０中的岭回归插件工具。为了
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各阶段的特征，下面的分析分全时段模型分析和分阶段模型分析两个部分。

（一）全时段模型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使用已测算数据对式（２）进行估计。在进行岭回归时，对岭迹图、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等情况进行综

合考虑后取岭回归参数λ＝０．０４２　５，得到结果如表１２所示。

表１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数据回归结果

回归系数 系数值 ＶＩＦ

①ａＴ ０．０１９　６３９　 １．５３７　９

②ａＴＴ ０．０００　１５２　 ３．１１３　１

③ａＫ ０．１５４　８００　 １．０３０　１

④ａＫＫ －０．０６７　０１５　 ２．２４２　５

⑤ａＫＴ －０．０００　００１　 ４．６８１　３

将表１２回归结果代入式（３）、式（４）可计算出各要素产出弹性及ＴＦＰＧ。进一步应用式（５）可计算得

到１９７９－２０１８年各要素增长率及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如图３所示。

１．资本要素作用分析。主要包括增长率和贡献率分析。

（１）增长率分析。由图３（ａ）可知，ＫＧ与ＧＤＰ增长率（ＧＤＰＧ）的变化趋势基本相同，但 ＫＧ变化比

ＧＤＰＧ变化更加平缓。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间，ＫＧ在波动中增大，而ＧＤＰＧ大致围绕１０％这一水平上下波

动（经计算得到的全时段内ＧＤＰ增长率的平均值为９．５％）。以１９９５年为界，在１９９５年之前的大部分时

间中，ＧＤＰＧ高于ＫＧ；在１９９５年之后（２００７年除外），ＫＧ一直高于ＧＤＰＧ。

此外，可以发现，ＧＤＰＧ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先于 ＫＧ变化，且通常领先１～２年。其原因应在于

ＧＤＰＧ提高后，将可提供更多的资本要素投入，并激励资方增加投资，ＫＧ自然也将随之提高，反过来又

会促进ＧＤＰ的增长。然而一旦资本要素投入的增长无法使ＧＤＰＧ进一步提高，ＧＤＰＧ将出现停滞或下

降，这必将又会影响资本要素投入，即通常表现为ＫＧ下降。资本要素投入增加却无法引起ＧＤＰＧ上升

的现象，可用资本产出比变化规律进行初步解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产出比不断上升，即增加

每单位产出需要的资本要素投入越来越多，同时这也可解释为何目前中国ＫＧ一直高于ＧＤＰＧ。

（２）贡献率分析。由图３（ｂ）可知，ηＫ 总体上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表明目前经济增长更趋向于多要

１８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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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推动。在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左右，ηＫ 得到显著提升，且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左右，ＫＧ与ηＫ 基本都达到近年

来最大，与当时出现经济危机、国家进行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和加大资本要素投入的史实是相符的。这之

后ＫＧ不断下降，ηＫ 在２０１２年左右达到一个新高点后开始缓慢下降，与国家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

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消费拉动而不是资本要素投入拉动。按照目前的趋势，ＫＧ与

ηＫ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会进一步在波动中下降。此外发现，ηＫ 与ＧＤＰＧ大致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

表明在ＧＤＰ增长迅速的年份，资本要素投入并不是拉动经济的主要原因，而在ＧＤＰ增长缓慢的年份，资

本要素扩张则是刺激经济的重要手段。

图３　各要素增长率及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２．人力要素作用分析。主要包括增长率和贡献率分析。

（１）增长率分析。由图３（ａ）可知，ＨＧ在全时段内表现出波动下降趋势。以１９９６年为界，１９９６年之

前 ＨＧ变化基本平稳，１９９６年之后 ＨＧ则出现较大波动。ＨＧ不断下降，实际表现为人力要素增长不断

放缓，说明距离人力资本存量的峰值越来越近。但在此过程中，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即就业人员

质量在不断提高，这应是就业人员数量变化与高层次教育普及共同作用的结果。

（２）贡献率分析。从图３（ｂ）知，ηＨ 基本稳定但变化明显。其原因在于本文选取就业人员总受教育

２８



年限度量中国人力资本存量，因此各教育程度就业人员数量应是影响人力资本存量的最主要因素，理论

上其变化趋势基本是平稳的，因此 ＨＧ及ηＨ 也基本都保持稳定变化。然而，若就业人员数量出现一定

波动性，则最终会造成ηＨ 产生明显变化，如２００５年。此外，ηＨ 同ηＫ 一样，也与ＧＤＰＧ呈现大致相反方

向变化趋势。在经济困难年份，人力要素是抵御经济冲击，保持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可以看出，在

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间，ηＫ 的几个峰值基本都出现在经济低谷之后，这应是就业恢复或增长的结果。

３．全要素生产率作用分析。主要包括增长率和贡献率分析。

（１）增长率分析。由图３（ａ）可知，ＴＦＰＧ与ＧＤＰＧ的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以１９９７年为界，１９９７年之

前，两者变化趋势十分相似，表现为同增同减，之后两者变化虽在整体上仍基本相同，但在个别年份已出

现偏离。同时发现，ＴＦＰＧ并未出现超过ＧＤＰＧ的情况。

（２）贡献率分析。ＴＦＰ为全要素生产率即所谓的“索洛剩余”，实际上它是模型中除资本要素和人力

要素之外的因素对经济的综合影响。由图３（ｂ）可以看出，ηＴＦＰ与ＧＤＰＧ的变化方向大致相同但变化更

加显著。除个别年份ηＴＦＰ出现负值，ＴＦＰ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大多数年份ηＴＦＰ维持

在２０％以上，近年来更是大于其他两要素的贡献率之和。这些说明，目前综合因素对经济增长起重要作

用。注意到ηＴＦＰ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基本平稳，而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这就不得不提到双

创因素。经济增长通常可分为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内涵式增长可理解为在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

及管理优化等因素促进下实现的经济增长，强调的是结构优化、质量提高、实力增强，使发展更多出自内

在需求。“双创”即“创新创业”的提出首先在政策上推动了科技的进步，其次在企业生产上有利于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及管理水平等提高，进一步更有利于增加就业及提高就业质量。

４．近１０年各要素影响分析。自２００８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及世界各国经济都处于重要转型

期，详细分析这一时期的各项变化更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间各要素增长率

及贡献率估算结果，如表１３所示。

表１３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各要素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年份／时段 ＧＤＰＧ／％ ＫＧ／％ ＨＧ／％ ＴＦＰＧ／％ ηＫ／％ ηＨ／％ ηＴＦＰ／％

２００７　 １４．２３　 １３．５７　 １．８２　 ８．０３　 ３５．６０　 ８．００　 ５６．３９

２００８　 ９．６５　 １４．０３　 １．７２　 ３．５２　 ５２．０９　 １１．４４　 ３６．４７

２００９　 ９．４０　 １６．１１　 １．６１　 ２．８３　 ５８．５７　 １１．２９　 ３０．１４

２０１０　 １０．６４　 １５．７８　 ４．９７　 ２．１４　 ４８．４１　 ３１．５１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９．５５　 １５．５１　 ６．００　 ０．５７　 ５０．９６　 ４３．１１　 ５．９２

２０１２　 ７．８６　 １４．５１　 １．２５　 ２．６４　 ５５．３５　 １１．１１　 ３３．５３

２０１３　 ７．７７　 １４．８８　 １．１４　 ２．７４　 ５４．２１　 １０．５０　 ３５．２８

２０１４　 ７．３０　 １３．４４　 １．５６　 ２．５６　 ４９．１９　 １５．７０　 ３５．１１

２０１５　 ６．９１　 １２．２１　 １．５１　 ２．６９　 ４４．７５　 １６．３０　 ３８．９５

２０１６　 ６．７４　 １１．４３　 ０．８４　 ３．３６　 ４０．６７　 ９．４６　 ４９．８７

２０１７　 ６．７６　 １０．３２　 ０．６９　 ４．２０　 ２９．６２　 ８．１９　 ６２．１９

２０１８　 ６．５７　 ９．３８　 ０．６７　 ４．５５　 ２２．１０　 ８．６５　 ６９．２５

１９７９—２０１８　 ９．４６　 １０．８７　 ２．３６　 ３．５２　 ５２．３９　 １４．４０　 ３３．２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８．６１　 １３．４３　 １．９８　 ３．３２　 ４５．１３　 １５．４４　 ３９．４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６．８５　 １１．３６　 １．０５　 ３．４７　 ３７．２６　 １１．６６　 ５１．０８

（１）各要素增长率分析。总体上看，近１０年间 ＧＤＰＧ、ＨＧ在波动中缓慢下降，ＨＧ在２０１０年及

３８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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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虽出现大幅提高但总体趋势仍是缓慢下降，ＴＦＰＧ则表现出明显的先下降后缓慢上升趋势。全

时段内ＧＤＰ平均增长率达到９．５％，近年来经济增长虽有所放缓，但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５年间ＧＤＰ平均

增长率仍达６．８５％。ＫＧ过去一直处于较高水平，但从２００９年开始出现趋势性下降。在表１３所列的三

个时段内，资本要素投入平均增长率都明显高于ＧＤＰ平均增长率，这表明增加单位产出所需资本持续增

加。人力要素除２０１０年及２０１１年外，均在１％～２％范围内稳定增长，这一方面是由于就业人员的相对

稳定，另一方面则是教育普及的稳步推进。此外，可以发现近年来ＴＦＰＧ与ＧＤＰＧ呈现出规律性关系，

ＧＤＰＧ大致为ＴＦＰＧ的２倍。

（２）各要素贡献率分析。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间各要素贡献率变化情况与其相应的增长率变化十分相似。

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资本要素平均贡献率分别约为４５．１３％、３７．２６％，相应的人力要素

平均贡献率分别约为１５．４４％、１１．６６％，资本要素平均贡献率出现较大下降，人力要素平均贡献率基本稳

定仅出现小幅下降。由此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资本要素投入，但近年

来资本要素对经济的影响力下降，这应是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经阶段。另外，近年来人力要素

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虽起着重要作用，但人力要素的作用在经济增长环境良好的情况下不易被体现出来，

同时以总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反映，可能会造成人力资本总量估计偏高。再者，教育对经济增长

的作用不会立即表现即存在一定的时滞，且教育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体现在整体生活

质量的提高，而这又是无法直接衡量的。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及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间 ＴＦＰ平均贡献率分别为

３９．４３％、５１．０８％。这充分表明目前ＴＦＰ已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可能在未来将进一步

在波动中上升。此外，全时段内中国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及ＴＦＰ平均贡献率分别约为５２．３９％、１４．４０％
及３３．２１％，这表明在４０年间，资本要素虽然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但人力要素与ＴＦＰ对促进经济增

长的影响已相当显著，特别是ＴＦＰ的作用超过１／３。

（二）分阶段模型分析：１９７８—１９９３，１９９０—２００５，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上面依据全时段范围生产函数研究了各要素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更清楚研究不同阶

段经济结构特征，下面将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分为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三个阶段分

别建立生产函数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个阶段可称为经济改革探索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创建期，第三阶段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设深化完善期。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既考虑

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际历程特征，又兼顾到了各阶段建模的数据充分性，因此有一些年份的重合。

１．三阶段要素产出弹性分析。在进行岭回归时，对岭迹图、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及各阶段重合年份各

要素经济增长贡献率相近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后，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三阶段

内的λ分别取为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９　５。各阶段各要素岭回归结果，见表１４。

表１４　各阶段岭回归估计结果

回归系数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系数值 ＶＩＦ 系数值 ＶＩＦ 系数值 ＶＩＦ

①ａＴ ０．００９　１１７　 １．００８　１ 　０．０１２　７２６　 ０．３９５　６ 　０．０１３　０４０　 ２．５５１　８
②ａＴＴ ０．０００　４０９　 ６．２９２　６ －０．０００　１８９　 ４．５５８　２ 　０．０００　６２３　 ６．３８４　３
③ａＫ ０．３４７　２１２　 ２．４２５　６ 　０．２７８　９９６　 ２．０２７　３ 　０．１７５　８１５　 ２．７０９　７
④ａＫＫ －０．０５５　２１１　 ２．４２６　３ －０．０６３　５９６　 １．８２０　２ －０．０８１　８７３　 ８．７５９　１
⑤ａＫＴ －０．００２　８９９　 ４．１３４　７ －０．００９　８１１　 ４．１３６　７ －０．０１３　３１２　 ２．４９０　０

根据模型系数，可计算得各时期普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为αｔ 与βｔ）与ＴＦＰ增长率

（ＴＦＰＧ），见表１５。

４８



表１５　三阶段各要素产出弹性及ＴＦＰ增长率

年份 αｔ βｔ ＴＦＰＧ／％ 年份 αｔ βｔ ＴＦＰＧ／％ 年份 αｔ βｔ ＴＦＰＧ／％

１９７９　 ０．７３７　４　０．２６２　６　 ０．４５　 １９９１　 ０．６３４　９　０．３６５　１　 ４．６８　 ２００１　 ０．５２３　６　０．４７６　４　 １．９１
１９８０　 ０．７２８　９　０．２７１　１　 ０．５０　 １９９２　 ０．６１９　３　０．３８０　７　 ８．２６　 ２００２　 ０．４９８　２　０．５０１　８　 ３．４０
１９８１　 ０．７２０　８　０．２７９　２ －１．０７　 １９９３　 ０．６０１　２　０．３９８　８　 ６．９５　 ２００３　 ０．４７０　５　０．５２９　５　 ２．９５
１９８２　 ０．７１３１　 ０．２８６　９　 ２．５８　 １９９４　 ０．５８１　５　０．４１８　５　 ５．９１　 ２００４　 ０．４４１　９　０．５５８　１　 ３．１９
１９８３　 ０．７０４　９　０．２９５　１　 ４．２３　 １９９５　 ０．５６１　２　０．４３８　８　 ３．９３　 ２００５　 ０．４０８　８　０．５９１　２　 ７．５２
１９８４　 ０．６９５　７　０．３０４　３　 ７．６２　 １９９６　 ０．５４０　８　０．４５９　２　 ３．４８　 ２００６　 ０．３７４　５　０．６２５　５　 ７．１８
１９８５　 ０．６８５　２　０．３１４　８　 ５．３８　 １９９７　 ０．５２２　２　０．４７７　８　 ２．１８　 ２００７　 ０．３４３　０　０．６５７　０　 ８．３８
１９８６　 ０．６７４　１　０．３２５　９　 １．００　 １９９８　 ０．５０３　６　０．４９６　４　 ２．０６　 ２００８　 ０．３１１　４　０．６８８　６　 ４．１０
１９８７　 ０．６６２　６　０．３３７　４　 ３．４８　 １９９９　 ０．４８４　３　０．５１５　７　 ２．０２　 ２００９　 ０．２７７　８　０．７２２　２　 ３．７６
１９８８　 ０．６５１　４　０．３４８　６　 ２．４２　 ２０００　 ０．４６７　８　０．５３２　２　 １．２３　 ２０１０　 ０．２４５　５　０．７５４　５　 ３．０１
１９８９　 ０．６４２　６　０．３５７　４ －２．２０　 ２００１　 ０．４５１　８　０．５４８　２　 ２．３７　 ２０１１　 ０．２１７　２　０．７８２　８　 １．４９
１９９０　 ０．６３６　１　０．３６３　９ －１．４２　 ２００２　 ０．４３２　６　０．５６７　４　 ４．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１８６　８　０．８１３　２　 ４．１４
１９９１　 ０．６２９　８　０．３７０　２　 ４．７０　 ２００３　 ０．４１１　６　０．５８８　４　 ３．５１　 ２０１３　 ０．１５３　０　０．８４７　０　 ４．５３
１９９２　 ０．６２１　９　０．３７８　１　 ８．２４　 ２００４　 ０．３９０　０　０．６１０　０　 ３．７３　 ２０１４　 ０．１２０　２　０．８７９　８　 ４．３１
１９９３　 ０．６１１　８　０．３８８　２　 ６．８７　 ２００５　 ０．３６４　８　０．６３５　２　 ８．１９　 ２０１５　 ０．０８９　６　０．９１０　４　 ４．４４

２０１６　 ０．０５９　９　０．９４０　１　 ５．２６
２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９　０．９６９　１　 ５．７７
２０１８　 ０．００３　３　０．９９６　７　 ５．８７

平均 ０．６７４　４　０．３２５　６　 ２．８５ 平均 ０．５０４　５　０．４９５　５　 ４．１７ 平均 ０．２６４　２　０．７３５　８　 ４．５１

由表１５可知，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αｔ 在缓慢下降，βｔ 在持续上升，但两者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以

１９７９年为例，每增加１％单位资本要素投入，可增加０．７３７　４％单位产出，而每增加１％单位人力要素投

入，仅可增加０．２６２　６％单位产出。这表明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资本要素投入，资

本要素短缺，人力要素相对充裕但作用力小。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情况开始改变，资本要素短缺得到有效

缓解，资本要素对产出的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人力要素的影响力则在不断增强。到了１９９３年，每增加

１％单位资本要素投入带来的产出增加百分比下降到０．６１１　８％，而每增加１％单位人力要素投入，已可增

加０．３８８　２％单位产出。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αｔ 继续下降，βｔ 持续上升并于１９９９年首次超过αｔ。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αｔ 快速下降，相对的βｔ 则大幅上升。这一方面源于国家发展策略的转变，另一方面是
由于中国人口增长速度降低。实际上，２０１８年已经出现了劳动力人口下降。此外可以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年间两要素产出弹性变化最快且幅度最大，这近２０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发展水平及环境都已发

生很大变化。

从平均值来看，三阶段内资本要素的平均产出弹性分别为０．６７４　４、０．５０４　５、０．２６４　２，人力要素的平均

产出弹性分别为０．３２５　６、０．４９５　５、０．７３５　８。这表明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增长已不再依靠强化资本

要素投入，人力要素在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并越来越强。

在各阶段内观察ＴＦＰＧ可以发现：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ＴＦＰＧ多次出现负值即ＴＦＰ存在负增长，

ＴＦＰ呈现较大波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ＴＦＰＧ恒为正且表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ＴＦ－
ＰＧ的变化趋势与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变化趋势基本相似但此时期ＴＦＰＧ已趋向平稳。三个阶段内ＴＦＰ平均

增长率分别为２．８５％、４．１７％、４．５１％，ＴＦＰ增长逐渐加快，这一方面表明综合进步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强，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发展环境越发复杂，但以促进因素为主导。

２．三阶段要素贡献率分析。在表１５中所列各要素的产出弹性基础上，可计算出三个阶段内各要素

的经济增长贡献率，见图４－６。

（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各要素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如图４所示。

５８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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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资本要素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ηＫ 远高于ηＨ 及ηＴＦＰ。在改革开

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大量资本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增长，人力要素的作用在此时尚未显现。

作为除资本要素及人力要素外的综合因素，ＴＦＰ对经济增长有时起促进作用有时却起抑制作用，表明这

些年份的内外部环境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经济体制转轨形成了一定的新旧体系的摩擦作用。此

外，可以看出ηＫ 与ηＴＦＰ变化方向相反，并可粗略认为两者变化趋势呈对称分布，这是粗放式经济增长的

强烈表现。

图４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各要素贡献率变化趋势

（２）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各要素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如图５所示。

在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ηＫ 明显低于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间水平，但资本要素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

力，此时期的增长仍属于资本驱动式增长。此时期内人力要素的作用开始逐渐增强，ηＨ 显著提高，人力

要素开始体现出在经济困难年份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以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存量需要通过

教育进行积累，而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人力资本的持续积累提供了可能。人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作

用力的增强不仅是相对量上的，也是绝对量上的。这一时期的ＴＦＰ一直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但波动

幅度较大，大致呈现“Ｕ”型走势。可以发现，“Ｕ”型的左侧高点大致出现在１９９２年，这一年的标志事件是

邓小平南方谈话，各种因素推动经济稳定发展，此时ηＴＦＰ显著提升，且超过了ηＫ。“Ｕ”型的底出现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左右，此时发生了席卷亚洲的金融危机，中国受到强烈影响，内外部影响因素使得ηＴＦＰ快

速下降，但未达到抑制程度。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积极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中国在

２００１年底加入 ＷＴＯ，不仅及时消除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且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使得

ηＴＦＰ在达到低点之后快速回升，并达到“Ｕ”型的右侧高点。

图５　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年各要素贡献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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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各要素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如图６所示。

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ηＫ 在波动中不断降低且趋势明显，ηＨ 则进一步增大，并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左右

出现一个峰值。此时期发生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但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中国的ηＫ 却有略微上升，其原因应在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应对，四万亿刺激计划的实施使得经济仍能平稳

运行。同时，奥运会及世博会等的举办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得ηＴＦＰ仅略微下降。

然而，一旦政策红利消失，当时被暂时转移而不是消除的经济增长问题又会出现，于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年

左右ηＴＦＰ出现低谷，ηＫ 也随之下降。这表明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被推迟到了２０１１
年左右才爆发。此时期人力要素作为抵御经济危机影响的重要资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

间ηＨ 显著大幅提高，２０１１年ηＨ 更是超过５０％达到峰值。之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使得ηＴＦＰ
快速回升，此时的ηＨ 也趋向于稳定，但ηＫ 在２０１２年后快速下降，在２０１８年接近０。ηＫ 快速下降现象

其实也符合中国经济的近期现实情况。２０１２年后，中国进入发展新时代，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大规模开

展“三去一降一补”，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第二产业占比快速下降，资本存量增速递减，这在图３（ａ）

中可以看出。

图６　２００１—２０１８年各要素贡献率变化趋势

（４）三阶段内各要素增长率及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比较分析。三阶段内的ＧＤＰ及各要素平均增长

率与各要素平均贡献率，见表１６。

表１６　三阶段内各要素平均增长率与贡献率

时段 ＧＤＰＧ／％ ＫＧ／％ ＨＧ／％ ＴＦＰＧ／％ ηＫ／％ ηＨ／％ ηＴＦＰ／％

１９７８—１９９３　 ９．７５　 ８．８２　 ２．９４　 ２．８５　 ６８．９６　 １２．２８　 １８．７６
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１０．２４　 １０．１８　 ２．１６　 ４．１７　 ５０．１９　 １１．０５　 ３８．７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　 ９．１７　 １２．８８　 １．７６　 ４．５１　 ３４．８６　 １４．２６　 ５０．８８

三阶段内ＧＤＰ平均增长率分别为：９．７５％、１０．２４％、９．１７％。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

展，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５是ＧＤＰ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增长率后期增速下滑明显，但经济

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实力显著趋强。总体来说，改革开放前２０～２５年是一个量变的积累过程，近

１０余年则是一个质变的过程。

资本要素投入平均增长率在三个阶段内分别为：８．８２％、１０．１８％、１２．８８％。随着发展水平不断跃上

新台阶，中国的资本要素供给越来越丰富，且对外资吸引力增强。分阶段ＧＤＰ平均增长率呈现出先增后

减的趋势，而资本要素投入平均增长率却一直增加，这同样表明，资本对于经济的拉动力降低了，拉动

１％单位ＧＤＰ增长所需的资本要素增加了，这符合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规律。

７８刘新建，等：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分析：１９７８—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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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要素投入平均增长率在三阶段分别为：２．９４％、２．１６％、１．７６％，表现为递减趋势。以受教育年限

表示的人力资本存量既与就业人口相关，又与受教育程度相关。改革开放初期，产生了一波就业创业高

潮，且同时期国家的教育工作步入正轨，使得此时期人力资本增长迅速。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化实

施，人口增长率下降，新增就业人员随之减少。同时，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对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促进作

用也逐渐降低。国家从１９９９年开始连续大幅扩大高等教育招生，以满足现代化对高水平人才的需要。

ＴＦＰ平均增长率在三个阶段表现为递增趋势，分别为：２．８５％、４．１７％、４．５１％，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

体制环境不断改善。１９７８—１９９３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内外部各影响因素相对简单，ＴＦＰ有所增长但

速度缓慢。１９９０—２００５年间中国开始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机制相对复杂起来，经济增长表

现为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间，中国加入 ＷＴＯ，直接面对来自世界形势的各种影响，

内部制度体系逐步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

三大阶段资本要素平均贡献率分别为：６８．９６％、５０．１９％、３４．８６％。资本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快速递减。与此同时，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快速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１８．７６％，逐渐增长到５０．８８％，说明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表现为众多积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就

包括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制度变革等，符合实际的方针政策对中国的发展也至关重要。人力要素在各

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１２．２８％、１１．０５％、１４．２６％。人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定中逐步

提高，这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力资本存量以人为载体，通过教育来积累。随着中国教育水平

的不断上升、十三年教育普遍实施和高等教育普及阶段的到来，不难推测，未来一定时期内，人力要素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会进一步提高。

将以上分析结果与前人研究结果相比较，本文结果符合基本大趋势，且阶段特征更明显。李平等［２］、

郑世林等［３８］、王华［３４］的研究都显示，１９７８年以来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显著的，在２５％～４０％，而

资本要素的贡献率在５０％以上。但在前人的研究中，对于１９７８年以来ＴＦＰ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总体趋

势有不少结果是消极的，如李平等［２］、陈彦斌等［４］、郑世林等［３８］显示ＴＦＰ贡献率最大的阶段是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贡献率在３０％～５０％不等，而２０１０年以来ＴＦＰ贡献率是下降的，郑世林等［３８］显示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ＴＦＰ的贡献率甚至是负的。邹伟进等［３９］的结果显示ＴＦＰ的平均贡献率低于１０％，一直大幅波动。

总体看，本文结果与王华［３４］的结果比较接近，显示ＴＦＰ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持续增大趋势，近期已

超过４５％，基础数据也都进行了更严谨的修正。

五、结 论

基于国家宏观经济统计数据，利用合适估计技术，本文在全面完善基本变量估计的基础上，使用超越

对数模型建立生产函数，深入分析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全时段及分三大阶段的中国经济增长核算问题。结

果表明，在１９７８—２０１８年４０年间，资本要素、人力要素、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

分别为５２．３９％、１４．４０％、３３．２１％。在４０年的总增长中，充足的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保证，与此同

时，人力要素与ＴＦ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日益重要。分三阶段看，资本要素平均贡献率快速下降，而ＴＦＰ
平均贡献率快速上升，人力要素平均贡献率则表现为稳步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现在已经进化为创新驱动

为主。目前，资本要素及人力要素合计大致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５０％左右，剩下的５０％由全要素生产

率进步解释。双创因素是ＴＦＰ的重要内涵，对ＴＦＰ组成因素的进一步分解应是未来研究的一个重点。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对基础数据利用统计理论进行了修正，分析结果更显合理。

资本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虽然显著下降了，但其目前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近５
年资本要素贡献率仍达到３８％。要保持经济继续中高速增长，资本要素投入首先应保持足量增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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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逐步提升，这符合创新型国家建设特征。研究发现，人力要素在经济

困难时期是保持经济活力的重要推动力，其贡献率曾达４０％以上。近年来，中国人力要素增长率出现下

降，人力资本存量有达到峰值的趋势，在使用总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存量测度时，出现此种情况一方

面是由于计划生育等政策导致劳动力资源减少，另一方面表明九年义务教育等政策潜力已尽。因此，国

家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应积极推行十二年义务学历教育，并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以实现人力资本

持续稳定增长。在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体制机制重大创新和科

技创新引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进步作用也将更

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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